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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
中国考古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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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al-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the earliest paradigm of archaeology and dominant 

in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aeology. A systematically theoretical introspection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a perspective of paradigm,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historical archae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At the final one, it shows a tendency to functionalism. The 

essential conceptual system of cultural-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built on fiv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which 

accordingly restrict its research field and metho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China incorporated with Marxism and also showed the tendency to functionalism. Cultural-historical archaeology 

is still not out of date, for it is indispensable approach in reconstructing prehistory. In the future, it could continue 

working with expanding its conceptual basi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

考古发现与研究方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中

国考古学在理论领域相对滞后。一般认为，中

国考古学研究以文化历史考古为主，而西方在

文化历史考古之外还有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

等等。然而，何谓“文化历史考古”，当前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文化历史

考古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如

何发展，如此等等，都是中国考古学界目前较

为关注且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于文化历史考古的认识基本来自

经典教科书，如以持论公允著称的考古史家

特里格（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1]。但

因为其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考古学者，书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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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回答的是一些西方考古学界争论的问题，

这就使得其论述通常会忽略某些背景材料，

因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易理解；另外，作

者也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的需要，所以无法做

出针对性的论述。本文不是对特里格论述的

背书，而是一种运用“范式”视角的重新理

解。同时，尝试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思

考上述问题。

一、范式的视角

文化历史考古究竟是什么，争论颇多。

西方考古学中，一般将之视为20世纪中叶之

前，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前占主导地位

的范式。而作为过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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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认为它还算不上

范式，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2]。另有一些

学者则认为，这是过程考古学强加给文化历

史考古的名称，有意将之固化为某种刻板的

形象[3]。还有一些学者将之视为考古学发展的

一个阶段[4]、方法[5]、视角[6]、运动[7]、解释

倾向[8]，或者是特殊社会政治情形中的学术

适应[9]。韦伯斯特（Webster）对相关问题有

很好的综述[10]，在此不再赘述。

显然，如此众多的看法与不同学者所

采用的视角有关。本文采用的是范式的视

角，按照库恩（Kuhn）的原意，“范式”是

指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仰[11]，它相当于一种

思维框架或概念纲领，所有的材料收集、分

析都围绕它来开展。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范

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而是

可以同时并存的，各有其擅长的研究领域。

不过，较晚出现的范式在批评此前范式的基

础上往往会拓展出新的研究范畴。本文则更

进一步强调考古学理论具有一种分层与关联

的结构[12]，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古

学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联，通常称之

为考古学内在的关联；另一方面是与社会背

景、时代思潮、相关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

可称为考古学的外在关联。有时候我们也称

之为“内史”与“外史”。

二、文化历史考古的性质与发展

（一）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逻辑

当前针对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中，更多

侧重于典型文化历史考古理论基础的分析[13]，

过程考古学家的批评更是如此[14]，而对于其

形成与发展过程关注不多。这种偏于静态的

研究有“树靶子”进行批判的嫌疑，文化历

史考古其实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范式，它

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当然，不断变化的

发展不等于文化历史考古没有一个共同的可

识别的形态。文化历史考古之所以能够成其

为一种范式，关键点在于共同的逻辑基础。

施瓦茨（Swartz）有精彩的论述[15]，按他的说

法，文化历史考古的研究设计可以分为七个

步骤，归纳如下。

1.准备  初步了解基本的考古学问题与

目标，即熟悉已有的工作，为野外工作做好

技术准备。

2.材料获取  通过田野调查或发掘获得

考古材料。

3.分析  把考古材料置于时空框架中，

也包括使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考古材料。

4.解释  目标是要发现器物组合如何生

产与使用。

5.整合  尽可能全面获取材料，重建古

人的生活方式，通过综合建立更宏观的文化

分类框架。

6.比较  也是整合的一种方式，与不同

地区、时代进行比较。

7.抽象  解释、比较的最终目标是要抽

象出理论或原理。

柴尔德（Childe）作为文化历史考古的代

表人物，特里格认为他后来走向了“功能主

义考古”，偏离了文化历史考古。表面上看

确实如此，其实贯穿其中的还是这种内在的

逻辑统一性。晚年的柴尔德写作了《社会与

知识》（Society and Knowledge）一类具有哲学

色彩的著作[16]，代表文化历史考古最后步骤

的理论提炼。柴尔德的学术历程很好地体现

了上述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步骤。

（二）文化历史考古发展的五个阶段

回顾文化历史考古的发展历程，我们可

以将其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

主题。

文化历史考古第一阶段的发展是在西北

欧地区，代表性的成就是汤姆森（Thomsen）

提出“三代论”，以及沃尔塞（Worsaae）

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与史前生活方式的研

究。这个阶段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萌芽阶段，

它着重解决如何对实物材料进行正确分类的

问题，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断相对年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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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沃尔塞近乎前瞻性的研究已经预示了文

化历史考古同样关注古人的生活面貌，而不

仅仅局限于器物形态。

文化历史考古的第二阶段是以蒙特留斯

（Montelius）为代表的分类描述时期，拜赐

于当时的铁路建设与博物馆的建立，蒙特留

斯可以便利地旅行考察，从而较为全面地了

解到整个欧洲的史前考古材料。然后，他在

汤姆森“三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详细

的史前史框架。同时，田野考古工作更加系

统，出现了如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这样

的发掘大师，初步建立起严格的田野考古方

法。文化历史考古经常采用的严格的类型学

与地层学方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

19世纪后半叶是“古典科学大厦”完工的时

期，也是诸多社会科学初步形成的时期，

其中包括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人类学、社会

学、心理学等。考古学也是在这个阶段初步

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不断受到相关学

科尤其是人类学的影响。这对于文化历史考

古下一阶段形成自身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

文化历史考古的第三阶段是一个过渡时

期，代表人物是科西纳（Kossinna），他最

重要的工作是运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来

统合考古材料，并以之来研究德意志民族的

历史渊源[18]。在科西纳之前已经有其他考古

学者用到这一概念，但科西纳显然扩大了其

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考

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要建立起

考古材料与族群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

一定时间范围内分布在一定区域的考古遗存

的共同特征为基础建立起共同的“文化特

征”，也就是一个群体所共同的“文化标准

或标志”，这些特征使得该群体与其他群体

区别开来。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的集大成者，他

在科西纳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地运用“考古学

文化”概念来构建欧洲史前史体系，成为文化

历史考古第四个发展阶段的标志。值得注意的

是，作为标志性的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

的构架并不只是欧洲不同地区史前文化的年

表，而是综合考虑到了各地区的文化（文明）

形态、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19]。这也是下一阶

段柴尔德推动文化历史考古转型的基础。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再来看柴尔德学术生

涯中后期的工作，就会注意到他在前期以分

类-历史研究为中心，中后期转向分类-功能

的研究，这也就是文化历史考古第五个发展

阶段的特征。他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中东与

欧洲史前史，提出著名的“两个革命”——

新石器时代革命与城市革命[20]。这样的研究

已经超越了一般文化历史考古的范畴。特里

格将之视为功能主义考古的代表[21]，但是柴

尔德的分类-功能的研究与典型的功能主义考

古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又有明显的不同。他的

概念纲领还是文化历史考古的，没有像过程

考古学那样将文化看作人适应环境的手段，

视文化为一个具有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

个层次并与众多其他变量相互作用的完整系

统；也没有采用演绎-假说的方法。

无独有偶，柴尔德的转向并不是唯一

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考古学的另

一位代表人物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也转向对古人生活方式的研究[22]。北

美地区的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在朱

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的鼓励与

理论（文化生态学）支持下，发展出聚落考

古[23]，在这方面张光直也有相当的贡献[24]。

特里格将他们的工作单独称为“功能主义考

古”，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的研究

与先前的考古学家一脉相承。一个更合理的

解释就是，文化历史考古本来就关注古人的

生活方式。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也表明所谓功

能主义考古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自然延伸。

三、文化历史考古的概念纲领及
其问题

（一）五个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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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考古范式是考古学发展过程中

最早形成的范式，其称谓是后来研究者添加

的，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的

研究属于某个范式。范式存在的前提是共同

的概念纲领，因此分析其核心概念是理解文

化历史考古的关键。韦伯斯特对此有精彩的

归纳[25]，对于他所归纳的五个理论前提，这

里基于我们的理解再做进一步阐释，以便大

家参考。

1.文化可以拆分  文化历史考古的核心

概念是文化，即以文化的历史来指代人类的

历史，文化即人，这是从广义上或整体上

而言的。这样的认识来自文化人类学，爱德

华·泰勒（Edward Tylor）就曾对文化有一个

包罗万象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作为社会一员

的人所接受的一切的综合体，包括知识、信

仰、艺术、道德、习俗以及其他能力[26]。这

里文化本身就是各种表征的综合，后来的研

究者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视角强调文化某个

方面的属性。

从狭义上说，“文化即人”衍生为“一个

文化指代一个社会群体”，这里文化不再是

一种作为人类普遍特征的整体性认识，而是

一个可以分割的对象，它有了存在的单位，

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边界。

2. 作为标准或规范的文化  用一个文化来

指代一个社会群体，这就意味着群体中每个成

员共同分享某些共同的文化“标准”，从而将

所有成员定义为同一群体。过程考古学先驱瓦

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27]以及后来的过程

考古学家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28]，一般称

之为文化历史考古的“心灵主义”倾向，即文

化是由观念构成的心灵构建[29]。基于此，考古

材料特征的共性成为确定一个文化的前提，这

也就意味着材料内在的差异性可能被忽视，这

是博尔德（Bordes）与宾福德（Binford）两人

之间产生争论的主要原因[30]。

3.文化是流动的  基于对现代社会的观

察，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影响，文化

的影响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文化特征由中

心区域起源，然后向其他地区传播，宾福德

将之形容为“涟漪”——文化特征像水波一

样从中心向周边扩散出去，越边远的地区，

该文化特征出现的时间越晚[31]。按特里格的

说法，传播论的流行与19世纪末人们认为发

明是很困难的认识相关，近东作为驯化与文

明的中心，逐渐向欧洲扩散；这也暗合基督

教的教义——伊甸园在近东，人类由此向周

边扩散[32]。但是，传播论无法解释文化特征

起源、选择与接受的原因与机制。

4.文化是由一系列特征构成的单位  从

人类学作为整体的文化到文化历史考古中具

有单位意义的文化，就需要从模糊的、整体

的判断走向明确的、特殊的判断，这里文化

是由一系列特征构成的颗粒状（particulate）

单位。这种观点与文化历史考古学兴起时人

类学中流行的博厄斯（Boaz）的文化观是一

致的，即文化是一系列明确的静态特征的组

合。博厄斯式的观点是反对文化进化的，20

世纪40年代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反其

道而行，提出文化进化论[33]，从强调特征的

文化观再回到强调一般性的文化进化观，即

功能意义上的文化，成为过程考古学的理论

基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进化论考古又注

意到文化特征，把它们看作类似于基因的表

现型（phnotype），受制于进化论的规律[34]。

不过，进化论考古的目的与文化历史考古迥

异。

5.这种单位就是考古学文化  在具体研

究实践中，文化历史考古构建了“考古学文

化”的概念。这个概念除了具有时空框架的

意义之外，同时具有指示社会人群的意义。

一个考古学文化地理范围的大小、延续的时

间长度并没有一个客观、通用的标准，许多

时候要依赖于考古学家的主观判断。就像曾

经的“仰韶文化”分成了若干个考古学文

化，“龙山文化”变成了“龙山时代”[35]。

文化历史考古的这些理论前提很少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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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提出来，以至于有学者如戴维·克拉克怀

疑文化历史考古是否有像样的理论基础。过

程考古学者通常批评这种将理论前提暗含在

推理之中的做法。实际上，理论前提的不明

确并不是文化历史考古所特有的。即便是在

自然科学中，也有无法完全证明的理论前提

存在，过程考古学同样如此。

（二）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问题

文化历史考古饱受过程考古学的批评，

成为不断萎缩[36]的范式。作为文化历史考古

代表人物的柴尔德在晚年选择了自杀，20世

纪80年代公布的遗书中表明他对考古学能力

的失望[37]。他所主张的考古学研究遇到了什

么困难，下文将着重讨论这些问题。

文化历史考古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

面。首先表现在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上。考古

材料的属性丰富多样，不仅仅具有时空属

性；它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宾福德认为它

至少应该具有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

面的意义[38]；它还是一系列文化与自然过程

作用的产物，并非所有的实物材料都原封不

动地保存下来了[39]；再者，按后过程考古学

的说法，它是能动的，反过来会影响人类社

会的构建[40]。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考古材料

属性是相对局限的，更多侧重其形态特征，

很少考虑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考古材料

与人类行为的关系以及物质材料对人的影响

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文化历史考古研究的范畴比较

狭窄。简单地说，它更多侧重研究“何时”

与“何地”的问题，而很少研究“如何”与

“为什么”的问题，不能回答文化为什么变

化、如何变化，通常简单地将变化的原因归

结于文化传播。对于“是什么”的问题，只

能根据研究者的常识或是直接历史法（通常

限于土著居民还在原地生活的地区，人们知

道考古遗存与行为的关系）进行判断；而不

是像过程考古学那样通过民族考古、实验考

古等中程研究，以及科学分析来确立考古遗

存功能上的意义，建立起考古遗存与人类行

为之间的普遍联系，以了解古代究竟发生了

什么。后过程考古学还要更进一步，它强调

物质材料的文化意义，物质材料渗透了人的

历史认识，通过物质材料研究可以重建当时

精神范畴的内容[41]。这些都是文化历史考古

所缺乏的。

前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研究范围的局

限，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则指向了文化历史

考古的研究方法。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研

究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分成若

干个层次来实现[42]。第一个步骤毫无疑问需

要对材料进行分类，浓缩差异性，从而便于

理解与交流。同时分类也是探索性的，不同

的标准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然而，从分类

特征联系到人类行为，以及了解整个人类过

去，中间还有很大的鸿沟需要跨越。至少还

需要了解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哪些文化

与自然过程参与到了材料的形成过程。此

外，还特别需要了解人类行为、社会、文化

等运作的机制，哪些机制的作用会在实物材

料上留下可以识别的形态特征。

简言之，考古推理既需要从下（考古材

料）到上（理论）的研究，也需要从上到下

的研究；既需要从古及今，也需要从今及古

（中程理论）[43]。

四、中国的文化历史考古学

（一）文化历史考古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早期渊源是与西方古物学

类似的金石学，但更强调金石古物作为文化

传统承载者的作用，即所谓“观其器，诵其

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44]。古物

承载着三代时期美好的政治理想，观物是为

了影响人，这样的认识似乎与当代的后过程

考古学更契合，充满了人文色彩。然而，金

石学的人文性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过程

中，其地位不断式微。20世纪20年代初，在

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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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国考古学者在中国的研究。安特生1921

年发现仰韶村与龙骨山遗址之后，以李济、

裴文中、梁思永等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家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主导中国考古学研

究，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图存”精神激励

下努力学习，成为第一代考古学家。这些中

国学者许多从西方留学回来；或是长期跟随

西方学者从事研究，如贾兰坡；或是与西方

学者合作，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考古

学家黄文弼。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二、三十

年代占主导的范式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因

此，中国考古学首先引入的就是文化历史考

古。

从外在关联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面对

东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凌，学术阶

层努力以独立的学术研究建立中华民族的国

家认同。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

也不会有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说，中国考

古学强烈的民族情怀其实与这种历史背景的

联系密不可分。如今，当有学者在质疑中国

考古学的民族主义倾向时，实际上有脱离考

古学的社会背景关联之嫌。而中国在重新开

放国门、改革发展之时，仍然具有强烈的构

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需要，帝国主义、殖民

主义不再以战争而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影响中

国。我们也注意到，在西方文化历史考古本

身也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发展起来

的。在中国文化历史考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从李济对“彩陶西来说”的反感到黄文

弼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坚守，以及苏秉琦等

对多元融汇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探索，民

族情怀都是重要的理念基础。

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关联来看，按

张忠培的说法，“19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发掘

工作，创造出了一个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黄

金时代’——到处涌现新的材料，不断冲破旧

概念，处处需要新的解释与概括”[45]。随着考

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建立史前史的时空框架逐

渐成为可能，“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开始引入

与推广[46]。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正式提出

“区系类型”学说[47]，标志着中国文化历史考

古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其后在此基础上，

提出构建新的中国史前史框架[48]、中国文明起

源的“满天星斗”模型[49]以及“古文化-古城-

古国”三部曲的过程[50]。在文化历史考古范式

的范畴内，中国考古学可谓建立了中国学派。

（二）中国考古学的功能主义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考古学研究并没有

局限于典型的文化历史考古范式内。一个突

出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最主要的

代表就是郭沫若之于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的研

究[51]。他从两个层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一个

层面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的指导思

想，从经济基础出发探讨上层建筑；同时，

他还受到毛泽东《矛盾论》的影响，“研究

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

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

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

盾”[52]。郭氏发现农民与农奴、耕奴不易区

分，于是以地主阶级出现为突破口。他注意

到，春秋之时，“初税亩”提出统一征税，

承认地主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战

国中期铁器耕作技术已经十分普遍。他从历

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中推导出可以在考古

材料中验证的假说——铁制农具的有无，判

断“黑田”（私有田地）的出现应该更早，

为了追求效率，农耕中开始使用铁器应该可

以早到春秋之时，这后来得到了考古发现的

支持。他的研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过程考古

学所主张的“假说-演绎”的方法。他还反

过来研究汉代的意识形态，指出封建社会的

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奴隶社会基础之上，

当时的经济基础也不支持奴隶社会的意识形

态，进而批评汉代还属于奴隶社会的观点。

这里他从另一个层面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

关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普遍理论，即从奴隶

社会向封建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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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

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等哲学基础，它还

是有关社会、历史发展形态与机制的普遍理

论。表现在旧石器考古-古人类研究领域，

“劳动创造人本身”成为根本的指导思想；

表现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领域，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基本

的理论框架，在墓葬分析[53]、聚落形态研究[54]

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只是“假说-演绎”

的方法少有其他学者应用。

回顾中国考古学研究史，除了历史考古

领域持续“证史”、“补史”外，新石器-原史

（夏商周）考古领域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属

于文化历史考古。例如，张忠培的元君庙仰

韶墓地研究[55]，以及近年来开展的良渚墓地

研究[56]，都有很强的社会考古的色彩，不同

于以分型定式为中心的文化历史考古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历史考古也发生了

明显的功能主义转型，关注古代社会的经济

方式，如严文明的农业起源研究[57]；还有学者

通过聚落形态研究探讨社会组织的变迁[58]。在

中青年学者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良

渚古城研究中，尝试从不同考古遗存的相互功

能关联来重建良渚史前社会[59]。在旧石器时代

考古领域则出现了以实验考古、微痕分析等方

法为中心，以确定器物功能为目的的研究[60]。

当然，这些研究都没有明确地提出不同于文化

历史考古的概念纲领，所以我们仍然将其视为

文化历史考古范式，但实际上已经功能主义

化。

（三）中国考古学有关文化历史考古的

理论反思

中国考古学中对文化历史考古的批判最

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

专业的学生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

古学体系”，批判“见物不见人”的类型学研

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

考古学[61]。这种批判就是后来所说的“以论

代史”。当时基本考古材料的积累与分析都尚

未完成，所谓“见物见人”必定就是把马克

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规律简单地当成了历史，

这是苏秉琦批评的“一个怪圈”。后来他找

到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探索以汉族为主体的多

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大课题，突破了另一

个怪圈——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一统观[62]。

对这两个“怪圈”的突破可以算是对“见

物不见人”批判的回应。进入20世纪80年代

后，有关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逐渐增

多，较有代表性的如俞伟超《考古学新理解

论纲》，通过十个方面的讨论来探索中国考

古学的发展方向[63]。但是，所有的反思并没

有在概念纲领——“考古学文化”上获得如

过程考古学那样的突破，更没有如后过程考

古学那样深入到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

价值论。但是，这样的反思促进了文化历史

考古的功能化，也就是类似20世纪三、四十

年代柴尔德与格拉汉姆·克拉克的古经济学

方法。

近年来，最为系统的思考来自王巍的

《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在讨论

影响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因素时考虑到文化系

统的诸多子系统，尽管没有提及文化系统的

概念，但他肯定了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价值，

明确了其概念的适用对象[64]。他也没有如宾

福德那样从功能意义重构文化的概念，即文

化是人适应环境的除身体之外的手段。毫无

疑问，文化历史考古是有价值的，就像物理

学上相对论出现并没有否定古典力学一样，

而是明确了其适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要在范式层面上拓展考

古学，一定需要从概念纲领上进行，不然不

足以形成新的范式。相比较而言，过程考古

学所进行的反思首先就是重构了“文化”的

概念，建立起以文化适应研究为中心的理论

框架，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系统、文化生态

与文化进化理论支撑，进而形成跨时空的具

有普遍性的认识，也就是文化科学。在这个

强调科学的范式研究中，研究逻辑是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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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式的而不是归纳式的，即是从上而下的

研究，从一般性的原理推导出可以在考古材

料中检验的假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

后过程考古学范式同样如此，它首先否定考

古材料作为化石记录的可能性，将之视为可

以反复进行不同解读的文本，“文化”成了符

号、结构、能动性的体现等[65]。西方考古学

范式的变迁，尽管有其自身的发展背景与内

在逻辑，但其理论反思与构建的方式值得我

们借鉴。

五、文化历史考古的前景

文化历史考古还有没有前途，这个问题

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加以探讨，一是现实的

必要性，即文化历史考古研究是否还具有现

实意义；二是文化历史考古是否能与当代考

古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首先，从当前考古学研究实践的角度

来说，文化历史考古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

从考古学“透物见人”推理的层次来看[66]，

了解考古材料的特征并进行分类是考古学研

究的第一步。如果将汤姆森提出“三代论”

视为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近代考古学花

了近一个世纪来完善考古材料的发掘和分类

整理。文化历史考古在考古实践上的成功经

验非常值得汲取，不能因为高层理论与研究

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而否定其在考古材料层面

上的基础工作。脱离了考古材料的分类和描

述，考古推理也无法进行。

其次，文化历史考古所提供的时空框架

是进一步考古解释的基础，不论是“过程”

还是“后过程”的解释都需要它，后过程考

古学者也充分肯定这一点[67]。考古学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重建史前史，柴尔德重建欧洲史

前史的努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柴尔德利用

“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建立起从考古实

物材料到古代社会人群之间的关联，尽管考

古学文化代表古代社会人群的理论前提并没

有得到充分的证明。

再者，文化历史考古的形成与民族主义

思潮密不可分。那些具有殖民或半殖民历史

的国家在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仍旧需要文化历史考古[68]。文化历史考古特

别适合探索民族或文明起源之类的问题，这

也就使得它在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中一直是

居于主流的研究范式。西方考古学在19世纪

时也曾经非常关注族源与文明起源问题。随

着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退潮，

同时也随着西方考古学研究的发展，逐渐转

向研究古代生活，文化历史考古的主导地位

逐渐为过程考古学所取代。不过，这主要发

生在人类学传统深厚的北美地区，而在历史

学传统深厚的欧洲，文化历史考古研究仍旧

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德国[69]。

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狭义的文化历史

考古仅关注考古遗存特征的描述、分类、时

空框架以及传播外，文化历史考古也可以从

功能的角度关注考古遗存特征的分类，注意

了解史前史方方面面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

以后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就发生了这种功能主

义意义上的转型，中国考古学也有类似的发

展历程。文化历史考古并非不关注功能，只

不过其文化观相对于过程考古学的文化观而

言，更多是静态特征的汇集，而很少关注文

化运作机制这样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过程

考古学正是在这种带有功能主义的文化历史

考古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就文化历史考古的未来而言，一个重要

的问题是要明确其概念纲领的适用范围。当

前国内外的批评都认为其核心理论前提没有

经过充分证明，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系说不

清道不明，因此失去了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实际上，其理论前提存在问题与使用范围的

延伸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起初用来追

溯特定民族的史前史，它立足于风格或风格

组合来定义社会群体的空间范围。这种定义

对于定居农业社会的合理性要远高于采用流

动生计的狩猎-采集社会（不同季节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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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活动可能产生不同的物质遗存）[70]，

也要高于那些阶级已经高度分化的社会（不

同阶级可能使用不同的物质材料）。文化历

史考古在研究文明起源这类问题上卓有成效

的工作让人看到其核心概念并不是都有问题

的，而是需要限定其使用范围，避免概念的

滥用[71]。

有意思的是，考古学的发展似乎呈现出

一种螺旋状的形态。随着后过程考古、进化

论考古等诸多新范式的出现，它们也开始强

调文化特征描述。因此，张光直用“分”、

“合”来表示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

过程考古之间的关系[72]。当然，这种相似性

只是表面上的，后过程考古所强调的描述是

带有价值判断的，描述体现的是关联性，进

而具有阐释文化特征的意义。后过程考古视

物质材料为“意义”所渗透，物质材料就如

同“文本”，同样带有重要的信息；而且最

重要的是，它具有能动性，能够影响到人。

这种“拟人化”的文化观或许可以为文化历

史考古所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普劳

丁（Spaulding）与福特（Ford）之间有关类型

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设定的争论[73]就可以得

到更深入的理解。这里我们需要拓展对文化

特征的理解，它不仅具有时空的意义，也是

人类行为的结果，还是人类价值的载体。采

取这种包容的方式，文化历史考古有可能融

入过程与后过程考古的理论成果。

文化历史考古若能拓宽对文化特征意

义的理解，那么它就可以融入到更深入的

“文化考古”的范畴之中[74]。文化考古是一

个分层-关联的框架，文化历史考古是其中

特别基础的一环。文化考古强调考古材料作

为文化的产物，可以从科学与人文两个角度

同步展开研究。而在西方考古学中，莫里斯

（Morris）借鉴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

强调从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历史，如地理

的、社会的、个体的等等，建立以事件叙事

为中心（event-oriented narrative）而不是以物

质材料为中心的“新文化历史”[75]。

六、结    语

文化历史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

主体，关于其发展学术争论与訾议颇多。本

文采取一种注重内外关联的范式的视角，重

新审视文化历史考古。它是近现代考古学的

第一个较为完善的范式，经历了至少五个阶

段的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

文化历史考古之所以能够统合在这一名称之

下，关键在于内在一致的研究逻辑。也正是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功能主义、马克思

主义色彩的柴尔德考古学等仍旧称为文化历

史考古。我们特别强调，文化历史考古的主

要问题不在于其理论前提未经证实，而在于

它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的局限。从文化历史

考古、过程考古到后过程考古，考古学家对

于考古材料、人类本身的研究在不断拓展与

深入，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矛盾，实

际上又是统一的，都属于考古学“透物见

人”研究的一个部分。文化历史考古并没有

过时，重建史前史依旧是考古学的重要任

务。未来文化历史考古首先需要更深入的理

论探讨，重构其概念体系。新的理论研究表

明，它可以从以器物为中心转向以事件为中

心，还可以回到从整体角度看待文化，发展

更包容的文化概念，走向一种分层-关联的文

化考古研究。

附记：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编号14BKG02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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